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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解读”思潮是指1990年代初以唐小兵、黄子平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海外华人学者试图用西方文

化理论对“红色经典”[1]文本进行重新解读的现象，其主要代表著作是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

与意识形态》和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2]。随后，这种“再解读”思潮在国内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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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海外华人学者在上世纪90年代初试图用西方文化理论对“红色经典”文本进行重新解读的

“再解读”思潮，一直以来被人们放置在现当代文学史的框架内进行认识和评价。本文将其视为西方文化研

究理论在中国本土接受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进行考察：再解读从研究路径上体现了一种文化研究的理论

实践，它一方面将此前被否定和排斥的红色经典重新纳入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另一方面则从西方文

化研究的视野出发，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作为西方文化研究进入中国的一

次理论实践，海外华人学者以理论实践者的边缘身份、对文化研究对象的选择以及“本土现代性”视角，呈现

的正是海外华人学者自觉地结合当时在西方学术界占据主流的文化研究话语，试图在分析和批判“红色经

典”的过程中建立一种“对话关系”的学术努力，为文化研究本土化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但我们也要警惕其

政治立场的“暧昧性”、“主题先行”的倾向尤其是理论预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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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批准号11&ZD111）和广州市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华

人学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海外建构”（批准号14Q18）阶段性成果。

[1]实际上，“红色经典”概念只是“再解读”的研究对象的泛称，尽管“再解读”的作者大部分来自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

但是他们各自的立场以及对于自身的研究和解读对象的概念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比如唐小兵将其研究对象界定为延安

文艺，而黄子平则将其界定为1950-197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孟悦将之界定为“解放区文学”，李扬则将其限定为“红

色经典”。相对而言，“红色经典”似乎更有指称上的代表意味，出于行文需要，本文将“再解读”对象统称为“红色经典”。

[2]其中，《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于1993年最先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直到2007年才在北京大学

出版社再版；《革命·历史·小说》也最早于1996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直到2001年改名为《“灰阑”中的叙述》由上

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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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引起反响，比较有代表性的则是李扬分别于1993年和2003年出版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

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和《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

一

某种程度上，“再解读”既是“重写文学史”的延续，又是对“重写文学史”的反叛。从“延续”的层面

看，“再解读”本身也是一种重读，正如刘禾指出：“任何写都已经是某种程度的重写，关键在于能不能

对这些叙事提出自己的解释和历史的说明。也就是说重写的大前提在于重新认识现代文学的性质和

它的历史语境。”[1]刘再复也在《重写历史的神话与现实》一文中指出“再解读”与“重读文学史”之间的

联系，更从五四以来不同学者对文学史的重述以肯定“再解读”在重写文学史方面的合法性。但是，

“再解读”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取得重大反响，最为重要的原因不在于它对“重写文学史”的延续，而在于

它对“重写文学史的”的反叛。“重写文学史”思潮最先是1988年王晓明、陈思和等学者提出来的，实质

是接续了80年代中期所谓“文学的自觉”的观念，即要求文学挣脱以往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一方

面，“重写文学史”要求重新回到被“救亡”所中断了的五四“启蒙文学”传统，重新以“审美性”、“文学

性”标准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和现象进行重新解读和评价；另一方面，这种文学审美原则明确地将“红

色经典”视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因此，在“重写文学史”思潮背后，则是五四时期的“启蒙

文学”、“新时期文学”主体地位的确立以及“红色经典”的边缘化。总而言之，在“重写文学史”思潮中，

“红色经典”成为了被排斥和被批判的“他者”。正如旷新年指出：“洪子诚与陈思和都将‘审美主义’和

‘纯文学’固定为文学的本质。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视为‘一体化’的和反

文学的。”[2]因此，这种二元对立的、断裂式的文学史观念，既是“再解读”的历史语境，也是“再解读”试

图打破的叙述模式。在唐小兵看来，对“红色经典”进行再解读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意识形态批判，这

种批判彰显了一种“拯救历史复杂多元性、辨认其中乌托邦想象的努力”[3]。

二

从研究路径看，“再解读”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文化研究的理论实践。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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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他们而言，重要的不是对“红色经典”的立场本身——因为“立场”最容易造成偏见，而是以一种

“客观”的态度去关注“红色经典”具体的历史生产过程。

从具体的操作策略层面而言，贺桂梅将“再解读”的研究方式概括为三种：一是考察同一文本在不

同历史阶段的结构方式和文类特征的变化，辨析不同文化力量在文本内的冲突或“磨合”关系；二是讨

论作品的具体修辞层面及其深层意识形态功能或文化逻辑之间的关系；三是把文本重新放置到产生

文本的历史语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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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那里也被称为关于文学理解的“强势话语”，而“再解读”要做的就是对这种强势话语的形成过程

进行深入的分析，从而解构这种强势话语。在《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生死场〉的启示》一

文中，刘禾认为萧红的小说就是民族国家文学生产的某种缩影。她从女性主义立场发出，通过细读

《生死场》，并挖掘其中呈现出来的女性身体经验，以及这种身体经验所蕴含的对于生存和死亡的思

考，来颠覆以往的民族国家话语对《生死场》的解释和评价——比如胡风认为《生死场》体现的是“抗

日精神和中国农民爱国意识的觉醒”，而鲁迅则关注《生死场》写出的“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

死的挣扎”。但刘禾认为这依然是用民族兴亡的眼睛来看待《生死场》，而萧红在这部作品里其实并

没有太多所谓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反帝国主义的内涵。如果说这部作品确实存在着某种反抗，毋宁

说是萧红对某种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的反抗，反抗的方式就是呈现出女性被压迫的身体。“对萧红

来说，生命并非要进入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大意义圈才获得价值。在女人的世界里，身体也许就是

生命之意义的起点和归宿。”[1]

再次是重构“红色经典”本身的复杂性。重构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试图挖掘不同的作品文本内部的

“缝隙”，以一种“解码—编码”的方式重新呈现“红色经典”文本生产和接受过程当中的复杂脉络。孟

悦的《〈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

，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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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引起反响，是因为它揭示了看起来泾渭分明的五四启蒙文学与以延安文艺为代表的“红色经典”的

内在关系。李扬也是对“再解读”最为热情的呼应者，他也是最早对“再解读”的文学史意义进行肯定

的学者。作为作者之一的国内学者戴锦华后来也以“重读”为题对新时期以来的一批文学作品进行解

读[1]。除此之外，旷新年也将“再解读”看作是对“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型。

总体而言，“再解读”一方面将此前被否定和排斥的“红色经典”重新纳入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另

一方面则是从西方文化研究的视野出发，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但与

此同时，“再解读”思潮在国内所引发的讨论和争议也正来源于此。

从具体的研究对象而言，对于“红色经典”的再解读体现了一种政治立场的“暧昧性”。如果说“重

写文学史”思潮对“红色经典”的否定和批判暗合了当时反对文革的政治意识形态，那么“再解读”作者

们试图以搁置对“红色经典”的政治立场判断，而以文化研究的学术话语策略将“红色经典”重新拉回

到人们的视野，这是否也同样暗合了当时的左倾思潮？是否客观上也可能在当时所处的“后革命时

代”重新点燃人们的革命热情？当然，“再解读”确实是在努力反思以往的文学史研究并试图打破“非

左即右”的二元对立思维，但是“再解读”的这种暧昧的立场却在客观上容易引起争议。比如南帆就曾

提出质疑，由于“再解读”的巨大影响，“启蒙话语‘重写文学史’之中遭受贬抑的一批作品恢复了名

誉——从《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到《暴风骤雨》、《创业史》乃至六七十

年代的‘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然而，许多人首先感到不适的是，这个新颖概念主持的文本解读会不

会游离于文本的生产环境，尤其是掩盖了文本所依附的文化体制拥有何种权力等级？”[2]换言之，“再解

读”对于“红色经典”研究的重新关注，似乎是在重新论证它的合理性因素，但是这种合理性论证也可

能造成对那个逝去的如今已遭到否定的政治时代的一种肯定。

从具体的研究问题和方法的角度，“再解读”突破了传统现当代文学研究当中的形式主义的批评

模式，给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方法论启示。但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再解读”的文章大多

都存在一个“主题先行”的倾向。换言之，“再解读”基本都是借用某种理论而预设了特定的问题或角

度，因此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会不自觉地攫取文本当中的有关因素来证明自己提出的理论或问题的

正确性。由此，文本本身完全可以被解码、切割成一块块可供选择的碎片，以便让作者以不同理论对

各种文本碎片重新进行编码和阐释，从而达到再解读的目的。对此，刘再复在《“重写”历史的神话与

现实》中评价道：“这本集子的多数文章解读细致，注意避免再读与重写时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但在避

免这一‘偏至’的时候是否也可能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即把本是简单的很难说是文学的俗物，却用过

细过繁甚至概念过于密集的学术刀子解剖得入迷呢？”[3] 即便如此，刘再复还是充分肯定了“再解读”

在方法的运用及问题的提出上给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的巨大活力。因为这未必是文本解构本身的问

题。真正的问题也许正如贺桂梅所说，是理论阐释的限度与历史叙述复杂性之间如何更好地融合的

问题。

四

“再解读”思潮从开始提出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年时间，如前所述，“再解读”一直被视作是对

“重写文学史”思潮的一种反叛。换言之，一直以来，“再解读”思潮是被人们放置在现当代文学史的

[1]这些文章有《“世纪”的终结：重读张洁》（《文艺争鸣》1994年第4期）、《真淳者的质询——重读铁凝》（《文学评论》

1994年第5期）、《池莉：神圣的烦恼人生》（《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等。

[2]南帆：《现代主义、现代性与个人主义》，〔南宁〕《南方文坛》2009年第4期。

[3]刘再复：《“重写”历史的神话与现实》，载《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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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内进行认识和评价的。但本文试图换一种思路对“再解读”进行重新考察和评价——不是将

“再解读”思潮视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部分，而是将“再解读”视为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在中国本

土接受的整体过程之中进行考察。如此一来，问题的核心就不再是仅仅将西方文化研究看作是“再

解读”思潮的一种阐释方法和策略，而是将“再解读”思潮当作西方文化研究在我国学界发展进程中

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或者说个案。实际上，“再解读”对我国文化研究的本土化接受确实具有自

身的历史意义。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再解读”这批作者的海外华人研究者的学术身份。实际上，被人们普遍忽

略的是，海外华人学者对西方文化研究在国内最早的译介和推动有着较大的作用。比如说，从国内

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看，学界普遍认为西方文化研究最早被介绍到国内，是 1994年《读书》杂志分

别在第7、8期刊发的汪晖和李欧梵的访谈文章《什么是文化研究》和《文化研究与区域研究》。这两

篇文章梳理了美国文化研究与英国伯明翰学派的理论渊源关系，并探讨了西方文化研究在中国语

境中的适用性问题。李欧梵正是著名的海外华人学者。此外，在我国文艺学界普遍看来，西方文化

研究成果的第一次亮相应该是 1985年美国学者杰姆逊来中国演讲，随后 1986年杰姆逊的演讲录音

被整理并翻译成《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出版，而这本书的翻译者就是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

的唐小兵。正是这次机缘让唐小兵有机会赴美国杜克大学跟随杰姆逊攻读博士学位。对此，程光

炜十分犀利地指出了以唐小兵、刘禾、黄子平、孟悦等一批“再解读”作者的学术边缘身份。“他们（指

“再解读”作者群）在中国大陆都属于优越的‘知识精英’阶层，但在美国主流学术界却被彻底‘边缘

化’。他们只能屈辱地将自己的‘身份’转成‘访问学者’、‘短期讲学教授’、‘留学生’，即使后来逐渐

获得‘终身教授’，也只能寄生在美国各大学那种边缘性、小儿科式的如‘东亚文学系’等小学科中。”[1]

概而言之，“再解读”的边缘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红色经典”研究在后革命时代的被边

缘化的处境，这种边缘化处境未必完全来自于国内学界的主动拒绝，还跟当时大陆特定时期的政治

意识形态（对左倾和文革问题的敏感性）密切相关。这就不难理解，不管是唐小兵编的《再解读：大

众文艺与意识形态》还是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都是先在香港出版，多年以后才在大陆再版。

换言之，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差异，在中国大陆的学术话语系统中被有意遮蔽的东西，反而能够在海

外学者的学术视野中成为值得深入挖掘的部分；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这些海外华人学者在美

国主流学术界的“边缘化”处境。不过，这批学者对于这种边缘化处境实际上并不讳言，唐小兵、张

旭东、刘禾等学者在相关访谈中也多次有提到过[2] 。但相对国内大陆而言，这批学者在特定历史语

境下却有着某种天然的学术优势——对于在当时十分重视西方学术话语的国内学界，他们的“海外

学者”身份本身就具有某种优越性；同时，由于深受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影响，当他们将这种知识话

语重新引入“红色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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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再解读”思潮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对文化研究的启示。如前所述，“再解读”思潮可以看作

是西方文化研究在我国学界的一次理论实践，但是国内的大部分学者似乎完全忽略了“再解读”思潮

的这种理论实践意义。尤其是在赵勇和陶东风的论述中，“再解读”思潮几乎完全没有出现在他们的

视野里。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红色经典”一直被局限于现当代文学领域被理解，另一方面也

可能是“红色经典”并非市场化之后在文化工业体系中生产的大众文化产品。事实上，在我国学界，特

别是在文艺学领域，文化研究主要指的就是大众文化研究。那么，为什么当初“再解读”作者选择的研

究对象不是大众文化，而是早已成为过去历史的一部分的“红色经典”？正如唐小兵所言，他们对于

“红色经典”的再解读，实际上是在“尽力解构一个已经迅速变得遥远的时代，仍在揭示一系列话语、影

像和观念的结构性张力以及隐含其中的乌托邦冲动”。在唐小兵看来，大众文艺（延安文艺）与通俗文

学（鸳鸯蝴蝶派）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前者是集体生产，而后者则是等价交换，更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

作为文化工业产品的大众文化。但是这两者之间实际上也存在着某种相似性，甚至是互为镜像的。

“比如美国街头的香水、电话广告，它隐含的逻辑实际上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乌托邦冲动，这和社会主

义宣传画宣扬一种更美好的生活，在逻辑、语言、到对人们内在欲望的呼唤方面都是一致的，这两个东

西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现代大众社会的产品。社会主义的宣传形式，其实和资本主义通过市场、欲望的

调节控制一样，也是实现大众社会控制的一种方式。”[1]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出阿多诺、霍克海默等法

兰克福学派思想对唐小兵的影响。换言之，他试图将“红色经典”当作是文化工业背景下的大众文化

进行批判和解构，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重新审视和解构“红色经典”背后支配性的“基奠性话语”，同时

也试图“换一个角度来审视当下的文化，便不会沉浸在其中沾沾自喜，很麻木地庆祝消费文化的到来，

而是以一种更具历史性、批判性的态度去看待当下的文化现象”[2]。在国内学界最早具有影响力的大

众文化批评应该是90年代初国内学者借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3]，而这

种批判又与1993年国内引发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密切相关。当时学界普遍对大众文化持一种批判的

态度，认为大众文化是平庸的、雷同的，大众是没有独立判断能力的纯粹消费者。而在唐小兵那里，他

同样将商品经济环境下生产的通俗文学当成是对大众的对象化、客体化和物质化。毫无疑问，这是那

个时代人们对于大众文化的某种普遍“偏见”。但是这里又必须指出一个深刻的吊诡之处：尽管国内

学界后来对早期人们关于大众文化的偏见以及对简单借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进行了反思

和批判，但是“再解读”思潮对于“红色经典”文学作品和现象的研究，不管是在研究方法还是在问题意

识上呈现出来的学理性和知识性，都与国内早期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截然不同。正如刘再复将“再解

读”对概念的运用比喻成为“学术的解剖刀”，“再解读”所力图避免的就是文本分析中的感性化和情绪

化，不管是在方法运用还是话语特征上，“再解读”都呈现出相对成熟的知识性和学理性。而这应该是

本土文化研究者充分予以关注和肯定的。

最后，“再解读”开辟了文化研究的“本土现代性”视角。南帆曾认为，“反现代的现代理论”是当

代文学史叙述的重要纲领，并指出，“唐小兵和李扬可以视为这种文学史叙述范式的代表人物”[4]。

不过，“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原本并不是一个文学研究概念，而是思想文化层面的概念，这涉及

到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的交锋，以及人们对西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

[1][2]李凤亮、唐小兵：《再解读的再解读——唐小兵教授访谈录》，〔西安〕《小说评论》2010年第4期。

[3]这些文章有陶东风《欲望与沉沦——当代大众文化批判》（《文艺争鸣》1993年12月）、张汝伦《论大众文化》（《复

旦学报》1994年第5期）、杨扬《大众时代的大众文化——从比较文化的视野看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文艺理论研究》

1994年第10期）。
[4]南帆：《现代主义、现代性与个人主义》，〔南宁〕《南方文坛》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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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某种弊端的拒绝和警惕。正如汪晖指出：“‘反现代’的取向不仅导因于人们所说的传统因素，更

重要的是，帝国主义扩张和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危机的历史展现，构成了中国寻求现代性的历史语

境。推动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和国家机器中的有识之士，都不能不思考中国的现代化运动

如何才能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种种弊端。”[1]而关于中国学术理论“本土现代性”的思考，这既

跟“反现代的现代理论”有关，同时也与后殖民话语密不可分。海外华人学者刘康曾指出，中国近三

十年来对西方学术的引进和介绍是规模空前的，文化研究首先就被当成西方前沿的、先进的学术潮

流或时尚大量引进和译介推广，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读本、译本和中国学者所做的文化研究的论述。

但实际情况却是，文化研究领域实际成为了西方理论霸权的殖民地，我们不过一直是西方理论的消

费者，而本土的文化研究却几乎从未产生过有普遍学科范式意义的理论建构。不过，刘康教授并没

有完全否定西方文化研究对中国学术界的价值和意义[2]。平心而论，文化研究对中国学术界最大的

启示便在于它的反思性批判思维。正是文化研究自身的反叛性和解构精神，为学术界反思中国现

代学术本身提供了有力的武器，由此学界开始深刻思考当代中国的学术建构与政治、经济、社会的

关系，尤其是权力与知识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如今看来，“再解读”思潮背后同样牵涉到中国学者在

90年代初面对中国和西方、本土和全球的复杂学术语境，“再解读”大部分作者从国内学者到海外华

人学者的学术身份转化可以说是一种“跨语际”的学术转型。从目前国内学界看，文化研究的本土

化已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共识，即在结合中国本土问题和本土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借鉴西方文化研究

的相关理论，从而完成西方理论消费到本土的理论生产。而“再解读”可以说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

次颇有成效的本土化尝试，尽管这种实践对于“再解读”作者而言在当时并未成为一种十分清晰的

自觉行为。文化研究思潮进ḓ化


